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张 越

[摘 要]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 , 并命名其书为 《古史辨》。“辨”与 “辩”在当

时通用为 “辨”, 《古史辨》之 “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 , 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 , 其实际涵义即

为 “辨”。 “古史辨派”自身的 “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 , 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

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 “怀疑”为特征看待 “古史辨派”学人 , 则这样的 “古史辨派”者几乎找

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 , 但是 “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

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 “学派”概念冠之 , 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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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5 月, 顾颉刚在 《读书杂志》第 9 期发表了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首次公开提出了他

的著名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 也由此引发了引人注目的古史论战。1926 年 , 汇集了讨论古

史的文章与信件的 《古史辨》第 1 册由朴社出版 , “古史辨派”因此而得名。80 年来 , 围绕着 “层累”

说、“古史辨派”、“疑古”与 “信古”、“疑古”与 “释古”、“疑古”与 “走出疑古”等问题, 在学术界展

开了一次次的讨论高潮, 顾颉刚及 “古史辨派”的相关学说涉及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问题, 古史重建、古

籍辨伪、经史关系、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之于古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等重大学术问题均与之

密切相关。随着对这些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 一些关于疑古学说的基本问题实有必要得到明确和澄清 ,

庶几可有助于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本文试图辨明 《古史辨》和 “古史辨派”之意, 以求教于方

家。

一、《古史辨》第 1 册的出版与 “古史辨”的涵义

顾颉刚在为 《古史辨》出版所写的 《自序》( 1926年) 中对 《古史辨》第 1册的出版经过作了交待。

古史辩论展开后, 朴社同人希望能将论辩文字编辑成书, 因为时间关系, 顾颉刚一直未能动手来做这个

工作。直到 1925年夏天, “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 (原文如此———引者) 古史的文字编成了 《古史讨

论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 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 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我对于这事,

当然对社中抱歉, 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 印刷很粗劣, 也不爽快, 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

哪知一经着手编纂, 材料又苦于太多了, 只得分册出版。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 我很快乐, 我几年

来的工作, 得到一度的整理了”。[1] (P1)

1979年 3至 4月, 顾颉刚应邀为 《中国哲学》作 《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的?》[2] (P396) 一文, 文中

也提及 《古史辨》第 1册的编写出版情况:“在上海的时候, 我同沈雁冰、胡愈之、周予同、叶圣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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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祥、郑振铎、俞平伯等人晚上常常在郑振铎主办的 ‘文学研究所’所租的一所房子里开会或闲谈, 算

作一个俱乐部。自从我加入之后, 也讨论些古史和民歌问题。有一次由郑振铎发言, 说我们替商务印书

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 出一本书, 他们可以赚几十万, 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 还不如自己办一个

书社的好。大家听了他的话, 都说很好, 于是办了朴社。” “《古史辨》第一册 , 是我与胡适、钱玄同、

刘掞藜等讨论古史的函件和文章, 以 ‘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 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在这一册中, 许

多问题的论证, 现在看来是不够坚强的, 但主要的见解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我写了一篇六万字 (原有十

万字, 发表时去掉了 ‘孟姜女’的一部分) 的 《自序》, 说明了我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这些见解

的原因。这篇序实足写了两个月, 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最畅的文章之一。海阔天空地把我心中要说的话

都说出了⋯⋯出版了 《古史辨》第一册。想不到这一册销路好极了, 一年里竟重印了二十版。”[3] (P20- 21)

可见, 《古史辨》的出书, 直接缘于顾颉刚发表 “层累”说而引发的古史讨论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又因为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朴社, 便有意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出版, 及至见到 “上海某书肆”编成了 《古

史讨论集》① 出版, 而该书 “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 终于促成顾颉刚 “立即编印”, 再加上一篇 6

万字的长序 , 《古史辨》第 1 册就这样于 1926 年 6 月 11 日问世了。当然 , 这只是 《古史辨》第 1 册出

版的简单过程, 因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是导致 《古史辨》第 1 册出版的

真正缘由。 《古史辨》第 1册出版之前, 就已经有人根据古史讨论编成了 《古史讨论集》, 说明不仅顾

颉刚及朴社中人关注及此, 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及相关的讨论已经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的学术现象。

《古史辨》第 1册由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沈尹默题写书名。书名应该是顾颉刚亲自定下来的。

钱玄同认为书名不合适, 顾颉刚则坚持未改, 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先生谓 《古史辨》之名不适用 ,

但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 凡收入此编者, 其目光皆在于古史。例如与建功辨

论 (原文如此———引者) 《诗经》与歌谣之文, 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 但此文既为辨明 《诗经》之性质,

而 《诗经》中有古史材料, 《诗经》之考定即可辅助古文之考订, 故仍不妨收入。”[2] (P113- 114) 顾颉刚执意以

“古史辨”命名, 说明其 “目光皆在于古史”的深刻用意, 反映了当时经史转换、史学独立、学术求真、

解放思想的学术与社会趋向, 这在作为史学家的顾颉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决定。

需要讨论的是 “古史辨”之 “辨”字的含义。 “辨”与 “辩”在当时通用为 “辨”, 顾颉刚在 《古

史辨》第 1册的 《自序》中使用了 “辨论”、“辨伪”、“辨明”、“辨证”等词汇 , 可知当时所用的 “辨”

字包含了今天人们使用的 “辨”和 “辩”字的双重含义。目前尚无资料确定顾颉刚在定书名为 《古史

辨》时, 取的是 “辨”的辨别之意还是辩论之意, 从 《自序》的行文来看 , 似乎两种含义都有使用。如

在 《自序》的结尾处他写道:“我个人的工作, 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 , 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

整理, 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1](P103) 即指讨论与研究的目的是辨别古史真伪, “辨”就是辨别之

意; 他又写道:“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 这在字面上理解 , 当指该书内容是以讨论为

主的 , 其意则倾向于 “辩”。进一步来看 , 讨论的目的仍然是在辨别古史真伪 , 从 “辩”依然落实到

“辨”。《古史辨》在形式上是汇集了研究、讨论和辩论古史的文章和信函 , 最初以此种形式展示于人的

“古史辨”形象是基于顾颉刚疑古学说提出前后所引发的相当规模的争论这一客观现象所决定的。为了

充分反映 “辨伪”过程中提出、讨论、研究问题的全貌 , 引发人们更加努力地去辨别和探讨古史真伪 ,

顾颉刚选择了 《古史辨》这样的编纂方式。为了回应当时人们因此种著述形式而无法获得结论的 “烦

闷”, 顾颉刚甚至解释说:“我希望大家知道 《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 但是他随之强调这 “是汇集一

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 目的是 “我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 ‘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

惯, 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 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肚量, 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

解决的欲望”。[4] (P3) 《古史辨》汇集个人信札发表, 也是顾颉刚有意为之, 他说:“这样才可使我们提出的

①1925 年夏 , 曹聚仁将讨论古史的文章编为 《古史讨论集》一书 , 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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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成为世间公有的问题, 付诸学者共同的解决。从前人有两句诗 , ‘鸳鸯绣出凭君看 , 不把金针度与

人。’我们正要反其道而行之, 先把金针度与人, 为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4] (P4)

在内容编排上 , 《古史辨》第 1 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在 《读书杂志》进行辩论前的文字 ,

其中的论学信件 “实开予等治史之门”; 中编是在 《读书杂志》发表的讨论文章 , 这些文章虽未得出结

果 , 但是却建立了 “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 下编是在 《读书杂志》辩论后的文字。从编纂 《古史辨》

的最终意图和内容编排来看, 立意均在顾颉刚所强调的他的古史研究的 “立足点”是 “在客观上真实认

识的古史”, 他 “惟一的宗旨”, “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 [1] (P65) 则书名

《古史辨》之 “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的研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 绝非是如先前他人所编的 《古

史讨论集》那样一本辩论文集般简单。“辨”与 “辩”对于 《古史辨》本身及其学术内涵来说, 是有着很

大不同的。如果说当初使用 “辨”的时候, 因 “辨”、“辩”通假而在含义上稍有模糊之感, 那么今天我

们不应对此再有歧义。

从 《古史辨》第 1册出版后的实际影响看, 其 “古史辨”的辨别古史及古书真伪的涵义为人们所接

受。周予同在 《古史辨》出版的一个月后, 发表了 《顾著 〈古史辨〉的读后感》, 论及该书 “所表现的

方法”和研究 “目的”, 文中将该书上编总结为 “辨伪的工作”, 中编总结为 “考古史的真相”, 中下两

编及序文谈及的 “是想用研究故事转变的方式来研究古史的变化”。[5] (P323- 329) 刘起釪说:“在 《古史辨》中,

体现出顾颉刚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 即: 考辨古书 (辨伪) , 考辨古史 (疑古) , 考辨历史地理

(《禹贡》学研究) , 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 (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

社、风俗等)。”[6] (P6) 从 《古史辨》第 1册出版至今, 人们从中所读出的表现方法、研究目的、治学成就,

说明 《古史辨》中无论是顾颉刚与人讨论古史的文章与书信还是长达数万言的 “序”, 都以区别于一般

“专著”的形式阐发并展示了顾颉刚考辨古史的路径、观点和学术追求。正如顾颉刚在 《古史辨》第 1

册 《自序》中所感谢的那样:“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 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 使我敢

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 “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 (掞黎)、胡堇人、柳翼谋 (诒徵) 诸先生,

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 逼得我愈进愈深, 不停歇于肤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满足了”。[1] (P3)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与他人的辩诘是顾颉刚怀疑并探究古史真伪的驱动力之一。真实反映讨论古史时的诸家所言, 向世人全

面展示个人与他人考辨古史的观点和进展, 不仅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 更反映了顾颉刚本人的学术胸襟

和所把握的学术规范。

二、“古史辨派”释义

《古史辨》出版的后果之一, 便是有了 “古史辨派”这一称谓的出现。从 1930 年到 1941 年的十年

间, 第 2 册至第 7 册的 《古史辨》陆续出版。刘起釪说:“于是在中国史学界里 , 出现了一个以 ‘疑古’

为旗帜的 ‘古史辨派’, 到 1941年出到 《古史辨》第七册止, 一个使中国古史研究从传统的霾雾中解放

出来, 因而使古史资料的批判利用起了根本性变化的学派登上中国学坛, 显示了它对历史学术领域所起

的深刻影响。”① [7] (P131)

说起 “古史辨派”, 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诸派中的 “疑古派”。

笔者认为, 不论是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 [8] (P93) 还是周予同的泥古、疑古、考古、释古说, [9] (P422)

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 才是促使他们产生上述观点的主要诱因。正是由于顾颉刚为首的 “古史辨派”

所产生的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对古史研究的重视, 才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史学派别的划分。信古派是以不同

意 “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怀疑态度为特征的, 释古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了 “古史辨派”对古史提出了

怀疑之后才更加明确要对古史进行 “考”、“释”, 以建立可信的中国古史系统。已有学者指出:“从方法

论史料学层面看, 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 毋宁谓之释古派, 或经正名为辨古派。此始是顾先

①从掌握的材料上看 , 较早使用 “古史辨派”一词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李季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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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的意思, 故其书名曰 《古史辨》。”[10] 我们知道, 顾颉刚本人对将疑古辨伪的工作相对于 “信古派”

和 “释古派”而称之为 “疑古派”的观点 , 并不同意。1951 年顾颉刚撰写的 “自传”中 , 对于 “信

古”、“疑古”、“释古”诸派的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 一

派是信古, 一派是疑古, 一派是释古, 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 , 疑古并不能

自成一派, 因为他们所以有疑, 为的是有信; 当先有所信, 建立了信的标准, 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

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 释古派信的是真古, 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来 , 乃得之于疑古

者之整理抉发。”[11] 晚年的顾颉刚在回顾如何编写 《古史辨》的时候, 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 [3] (P28) 说明

他对“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他所不能同意的 , 是作为 “疑古派”的划分与所谓

“信古”和 “释古”并列, 这样便意味着 “疑古派”仅仅是怀疑和为疑而疑, 而事实是 “他们所以有疑 ,

为的是有信; 当先有所信 , 建立了信的标准 , 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从这个意义上说 , “疑古

派”与“古史辨派”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古史辨》与 “古史辨派”却是有着直接关联的。顾洪说: 《古史辨》是 “旨在用科学的方法考辨古

代史料和古史传说、推翻封建古史体系的学派———古史辨派的由来。”[12] (P679) 王学典、孙延杰说:“也正是

在这本书 (指 《古史辨》———引者) 的推动下 , 一些学者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 , 如罗根泽、刘节、

童书业、杨宽等人, 甚至包括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 他们很快便成为其中的骨干。一个以疑古辨伪为旗

帜, 以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基本理论的 ‘古史辨派’就这样登上了中国史坛。”[13] (P21) 由于 《古

史辨》的出版而聚集了学术志趣相同的人成为 “古史辨派”, 然而仔细归拢 “派”中之人 , 却又十分模

糊。各类文章被收录到 《古史辨》中的作者或在 《古史辨》中参与过讨论的人数众多 , 如钱玄同、胡

适、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李玄伯、傅斯年、张荫麟、刘复、马

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郭少虞、陆懋德、曹养吾、钱穆、容肇祖、郑振铎、俞平伯、

周作人、董作宾、钟敬文、朱自清、罗根泽、梁启超、刘盼遂、游国恩、余嘉锡、张尔田、朱希祖、唐

兰、马叙伦、蔡元培、高亨、吕思勉、刘节、郭沫若、范文澜、童书业、方国瑜、杨宽、杨向奎、翁独

健、蒙文通、齐思和、陈梦家、吴其昌等人, 涵盖了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古典文学等学科

领域。去掉那些不同意顾颉刚疑古学说并与他进行论辩的人 (如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 , 再去掉

那些观点不十分明确或前后发生变化的人 (如王国维、胡适等) , 在余下的人们中 , 可以划归 “古史辨

派”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杨向奎在 1981 年发表的 《论 “古史辨派”》[14] 一文 , 所论 “古史辨派”人等 ,

除了顾颉刚外, 还有就是童书业, 仅此二人而已。由此可见, “古史辨派”其实是一个相当笼统的称呼。

“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研究讨论往往有一个中心问题 , 这是自然形成的 , 而不是谁规定的。学派成员

散居国内外, 没有什么联系⋯⋯与清代经今古文学派, 也不是一样。它不是维护圣经贤传, 而是追求可

信的古史。”[15]

顾颉刚曾在 《古史辨》第 1册 《自序》的结尾写道:“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

盲目的信徒, 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 敢用自力去进展的诤友。”[1] (P103)

在笔者看来, 正是这一信念决定了 “古史辨派”的特点: 少有学派之门户 , 多以研究为目标。“古史辨

派”自身的 “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 , 因为以疑古辨伪为主的研究目的即包含有探究真实古史的努

力。假如对以往古史系统不存在疑问, 那么也就不会有研究古史的动力。辨伪史和求真史这两者是不能

截然分开的。顾颉刚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 , 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实

践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大致是 1928 年前重疑 , 三十年代尚辨 , 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 , 六十

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笼统说来 , 他的新式古史学重心 , 在凭借古史传说的清理和研究 , 以 ‘信信疑

疑’, 以求去伪见真。”[16] (P182)

经过 80 多年来围绕古史辨伪的反复研究和不断论争 , “古史辨派”的称谓表面上给了人们一种以

“疑古”为主的印象, 而实际上所谓的 “古史辨派”学人却少有为疑古而疑古的 ; 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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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究古史真相的人很多, 设若仅以 “怀疑”为特征看待 “古史辨派”学人 , 则这样的 “古史辨派”者

几乎找不出来。顾颉刚无意建立一个有 “许多盲目的信徒”的 “古史辨派”, 他本人没有使用过 “古史

辨派”四个字。被认为是 “古史辨派”成员中的学人, 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 多倾向于基本接受 “层累

说”理论或大致赞同使用疑古辨伪方法, 然而其各自的学术观点也不乏相异相争之处, 确实表现为 “敢

用自力去进展”, 而非无条件地维护什么信条与观念。在今天看来, “古史辨派”仅是一个 “笼统”的称

谓, “古史辨派”作为五四时期所出现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成就的学术思潮确然存在 , 但

是 “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 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 “学派”概念冠之, 可能

并不准确和全面。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 自序 [A] .古史辨 (第 1 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

[2] 顾潮. 顾颉刚年谱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3.

[3]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的? [A] . 古史辨 (第 1 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

[4] 顾颉刚. 自序 [A] .古史辨 (第 3 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5] 周予同. 顾著 《古史辨》的读后感 [A] . 古史辨 (第2 册) [C]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6] 刘起釪. 古史续辨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

[7] 刘起釪. 顾颉刚先生学述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6.

[8] 冯友兰.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A] . 中国哲学史补 [M] .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36.

[9] 周予同. 纬谶中的 “皇”与 “帝”[A] .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C]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3.

[10] 罗义俊. 钱穆与顾颉刚的 《古史辨》[J] . 史林 , 1993, ( 4) .

[11] 顾颉刚. 我的治学计划 [J]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1993, ( 2) .

[12] 顾洪. 顾颉刚 [A] . 学术大师治学录 [C]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9.

[13] 王学典、孙延杰.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M]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2000.

[14] 杨向奎. 论 “古史辨派”[A] . 中华学术论文集 [C]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1.

[15] 周春元. 论古史辨派的史学 [J] . 史学史研究 , 1984, ( 1) .

[16]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M] .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1986.

责任编辑 : 郭秀文

115- -


